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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倡议彰显

出制度建设对环境治理的重要性。 开展环境治理不仅受到正式制度的影响，而且还受到

社会规范等非正式制度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强调“深入挖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的发展方针。 在此背景下，本
文通过分析 ２００８—２０１４ 年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宗教社会规范和节能减排的手工数据，研
究了宗教社会规范对节能减排的影响。 基于地理临近性概念，本文采用企业注册地附近

的宗教场所数量度量了宗教社会规范的强度。 此外，本文通过对污染行业企业的环境信

息进行文本分析，构建了节能减排成效评分。 研究结果显示，宗教社会规范与污染行业公

司节能减排的成效评分显著正相关，表明处于宗教氛围越浓厚地区的公司开展节能减排

的成效越好。 进一步，在设立公共关系委员会的公司中，宗教社会规范强度与节能减排之

间的正向联系更显著，说明公共关系委员会有助于强化宗教社会规范对节能减排的促进

作用。 本文的研究发现为认识宗教社会规范作为一类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对企业节能减排

的影响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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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近年来，环境污染问题越发突出，引发社会各界对环境治理的高度关注。 目前，与环境治理相

关的制度建设相对滞后是导致现阶段生态治理问题频发的关键（胡珺等，２０１７） ［１］。 为此，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的“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倡议，进一步彰显了党中央对环境治理制

度建设的高度重视。 尽管政府相关部门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方面勇于开拓、砥砺前行，也取得了一

定的成绩，然而环境治理的执行效果差异较大。 什么因素导致了差异化的执行效果呢？ 显然，环境

治理离不开人的参与，决策和执行都受到参与者的信念、价值和伦理等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 重要

的是，风俗、习惯以及宗教等非正式制度在塑造意识形态因素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Ｄｙｒｅｎｇ 等，
２０１２［２］；陈冬华等，２０１３［３］）。 胡珺等（２０１７） ［１］指出，现阶段建设生态文明不仅需要依靠正式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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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需要探索一条依靠中华传统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道路。 关于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

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也着重强调：“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

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就学者的研究

而言，前期文献主要关注了环境规制（Ｋａｇａｎ 等，２００３［４］；包群等，２０１３［５］；祁毓等，２０１４［６］ ）、官员人

事变更（梁平汉和高楠，２０１４） ［７］、官员考核（王红建等，２０１７） ［８］、利益相关者压力（Ｋａｓｓｉｎｉｓ 和

Ｖａｆｅａｓ，２００６） ［９］以及公司治理（Ｗａｌｌｓ 等，２０１２） ［１０］等正式制度对企业推进环境治理的影响，仅有胡

珺等（２０１７） ［１］从非正式制度的视角研究了企业家的家乡认同如何影响企业的环境治理。 尽管如

此，文献很少涉及宗教社会规范等非正式制度对企业节能减排的影响。 毋庸置疑，佛教和道教是中

国宗教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本文尝试以佛教和道教作为中国宗教的切入点，侧重于研

究基于中国传统宗教的社会规范是否影响企业的节能减排。
宗教社会规范作为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影响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前期

文献中，国外学者主要研究了西方宗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在发达市场经济体中对公司行为的影

响。 例如，Ｈｉｌａｒｙ 和 Ｈｕｉ（２００９） ［１１］认为，宗教具有风险规避的偏好，研究发现，宗教氛围有助于降低

公司的冒险偏好。 同样地，Ｄｙｒｅｎｇ 等（２０１２） ［２］指出，诚实和风险规避是宗教社会规范的重要特征，
他们发现，公司总部所在县域的宗教社会规范越强，公司财务报告重述的概率越低。 Ｅｌ Ｇｈｏｕｌ 等
（２０１２） ［１２］则发现，宗教氛围有助于降低公司的资本成本。 Ｃａｌｌｅｎ 和 Ｆａｎｇ（２０１５） ［１３］ 发现宗教氛围

强度与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负相关。
我国本土宗教与西方宗教存在差异，认识本土宗教如何影响微观经济，不能简单地参照西方宗

教的研究成果。 Ｄｕ（２０１３［１４］，２０１４［１５］ ）基于中国资本市场的数据，分别研究发现，宗教氛围（佛教

和道教）越浓厚，上市公司的第一类和第二类代理成本越低。 陈冬华等（２０１３） ［３］发现，公司注册地

的宗教（佛教和道教）影响越大，公司治理越好。 Ｄｕ 等（２０１５） ［１６］ 研究发现，企业的宗教氛围（佛教

和道教）有利于抑制盈余管理行为。 Ｄｕ 等（２０１４） ［１７］ 和曾建光等（２０１６） ［１８］ 研究发现，宗教对我国

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具有促进作用。 毕茜等（２０１５） ［１９］研究发现，宗教氛围有助于提升企业环境信息

的披露质量。 Ｊｉａｎｇ 等（２０１５） ［２０］基于中国企业家调查数据发现，企业家的宗教信仰与风险规避显

著正相关。 杜兴强等（２０１６） ［２１］ 研究发现，佛教氛围有助于抑制公司的过度投资。 Ｓｈｅｎ 和 Ｓｕ
（２０１７） ［２２］则发现，具有宗教信仰的创始人更倾向于将企业的管理权传承给家族成员；特别是东方

宗教信仰（佛教）对上述传承倾向的影响更显著。 曾爱民和魏志华（２０１７） ［２３］ 发现，我国本土宗教

氛围与股价崩盘风险显著负相关。
简言之，前期文献主要研究了宗教氛围对公司的风险偏好（Ｈｉｌａｒｙ 和 Ｈｕｉ，２００９［１１］；Ｊｉ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５［２０］）、财务报告质量（Ｄｕ 等，２０１５［１６］；Ｄｙｒｅｎｇ 等，２０１２［２］）、代理冲突（Ｄｕ，２０１３［１４］，２０１４［１５］ ）、公
司治理（陈冬华等，２０１３） ［３］、股价崩盘风险（Ｃａｌｌｅｎ 和 Ｆａｎｇ，２０１５［１３］；曾爱民和魏志华，２０１７［２３］ ）、投
资效率（杜兴强等，２０１６） ［２１］、慈善捐赠（Ｄｕ 等，２０１４［１７］；曾建光等，２０１６［１８］ ）、环境信息披露质量

（毕茜等，２０１５） ［１９］、资本成本（Ｅｌ Ｇｈｏｕｌ 等，２０１２） ［１２］以及家族企业传承（Ｓｈｅｎ 和 Ｓｕ，２０１７） ［２２］ 的影

响。 然而，鲜有学者关注宗教社会规范这一非正式制度如何影响公司的环境治理。
本文选取 ２００８—２０１４ 年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基于地理临近性 （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概念，采用公司注册地特定半径内宗教场所（寺庙和道观）的数目度量公司宗教社会规范

的强度，通过分析公司披露的环境信息构建节能减排的成效指数。 研究结果显示，公司注册地一定

半径内寺庙和道观的数量与节能减排的成效得分之间显著地正相关，表明公司的宗教社会规范强

度越大，节能减排效果越好。 进一步，本文还发现，在设立公共关系委员会的公司中，宗教社会规范

对节能减排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说明公共关系委员会作为企业内部的环保治理机制，有助于增强宗

教社会规范对节能减排的促进效果。 上述研究结论经多种稳健性测试后依然保持不变。 最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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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采用工具变量两阶段回归方法、差分模型以及双重差分模型控制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研究

结论仍然成立。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１． 中国传统宗教社会规范与污染行业企业的节能减排

企业的宗教社会规范是指企业所处的社会环境中基于宗教伦理观和价值观的、社会成员共同

遵循的一套行为准则、价值标准和道德规范（Ｄｙｒｅｎｇ 等，２０１２［２］；Ｅｌ Ｇｈｏｕｌ 等，２０１２［１２］ ）①。 那么宗

教社会规范如何影响企业的决策呢？ 通常，宗教社会规范影响企业行为的路径可以分为直接和间

接两类。 直接路径是指宗教社会规范通过企业决策层个体的宗教信仰影响企业的决策和行动。 毋

庸置疑，个体行为易受到情感、认知、信念等内在主观因素的影响（Ｇａｕｄｉｎｅ 和 Ｔｈｏｒｎｅ，２００１［２４］；
Ｓｃｈｗａｒｚ，２０００［２５］），而宗教社会规范又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信徒的内在因素（Ａｎｄｒｅｓｅｎ，２００１） ［２６］。 因

此，宗教信徒的信仰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其决策行为（Ｄｕ 等，２０１４［１７］；Ｆｅｒｎａｎｄｏ 和 Ｊａｃｋｓｏｎ，２００６［２７］；
Ｈｉｌａｒｙ 和 Ｈｕｉ，２００９［１１］；曾建光等，２０１６［１８］ ）。 宗教社会规范的间接影响路径是通过组织合法性来

实现的。 企业是契约的集合体，不断与周围环境交换信息、物质和人员等，生存和发展依赖于当地

社区的支持（Ｄｏｎａｌｄｓｏｎ 和 Ｐｒｅｓｔｏｎ，１９９５［２８］；Ｆｒｅｅｍａｎ，１９９４［２９］；Ｈｉｌａｒｙ 和 Ｈｕｉ，２００９［１１］ ）。 Ｍａｒｑｕｉｓ 等

（２００７） ［３０］指出，一旦企业行为与社区的价值观发生背离，社区成员将采取措施抵制企业，因此，企
业行为必须符合社区的价值观从而获得组织的合法性。 Ｈｉｌａｒｙ 和 Ｈｕｉ（２００９） ［１１］ 研究指出，宗教社

会规范通过企业聘用社区成员影响企业内部的行为规范和标准，进而影响企业的决策。 因此，合法

性理论认为，即使决策层不具有宗教信仰，但为了获得组织的合法性，企业行为仍然需要遵循社区

的共同认知，包括信仰、传统以及习俗等社会规范。
佛教和道教是中国传统宗教的代表，本文选取佛教和道教作为研究对象。 宗教社会规范是建

立在宗教的伦理观和价值观基础上的（Ｄｙｒｅｎｇ 等，２０１２［２］；Ｅｌ Ｇｈｏｕｌ 等，２０１２［１２］ ）②。 直观地来说，
剖析社会规范如何影响社会行为应该从分析社会规范体现的信念、价值以及伦理与社会行为之间

的联系入手。 宗教教义是宗教伦理观和价值观的直接体现。 因此，本文接下来通过剖析宗教教义

蕴含的环境保护意识来分析宗教社会规范如何影响环境治理的决策，进而预测其对企业节能减排

的影响。 佛教和道教深深根植于中国社会，千百年来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规范和伦理道德（Ｄｕ，
２０１３［１４］；陈冬华等，２０１３［３］）。 佛教和道教蕴含的环保意识的理论基础是其对世界本源的认识。 佛

教秉承“缘起说”，即万事万物依缘而起，在因果之间，缘的生灭变化决定着事物的因果联系。 简言

之，各种因素和条件相互作用生成万物，而万物之间又相互依存。 佛教认为，一切缘起不是永恒不

变的，万物皆没有实体主宰，故强调“无我”与众生平等（Ｄｕ 等，２０１４［１７］；Ｐａｃｅ，２０１３［３３］；陈红兵，
２０１２［３４］），进而形成了以“缘起说”为理论基础、以“无我”为特质的人文精神以及“众生平等”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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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社会规范（Ｓｏｃｉａｌ Ｎｏｒｍｓ）泛指协调人们彼此之间社会关系的行为准则，它以特定的社会关系为纽带，目的在于维护一定的

社会秩序（田志龙等，２０１１） ［３１］ 。 社会规范可分为正式和非正式两类。 对世俗国家而言，正式的社会规范是指以某种明确的形式

被确定下来、由社会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例如各种成文的法律、法规、政策、规章、契约等；而非正式的社会规范则是指那

些不依靠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行为规范，包括风俗习惯﹑道德伦理﹑宗教规范等（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２０００） ［３２］ 。 不同种类的社会规范反映

了社会关系不同方面的调整要求。 宗教社会规范（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ｏｒｍｓ）是指基于宗教伦理观和价值观的、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

行为准则、价值标准和道德规范（Ｄｙｒｅｎｇ 等，２０１２［２］ ；Ｅｌ Ｇｈｏｕｌ 等，２０１２［１２］ ）。 按照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２０００） ［３２］ 的社会制度四层次理论，
非正式的社会规范属于社会制度的最高层次，宗教对构建和发展该层次的社会制度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般来说，宗教人士和信徒可以通过布道、法事、庆典、公益等活动形式在社会层面传播宗教思想，影响社会成员的群体

行为，进而内化形成社会层面的行为规范。 此外，信徒还可能通过社交网络（家人、朋友、亲戚）传播宗教思想，从而影响网络节点

的个体行为，最终在共同信念的驱动下形成社交网络内的行为准则。 经过时间积淀和社交网络的不断扩张，小网络内的行为规范

内化形成整个社会层面的行为规范。



互依存”的环保意识（Ｃｏｏｐｅｒ 和 Ｊａｍｅｓ，２０１７［３５］；Ｓａｈｎｉ，２００７［３６］；陈红兵，２０１２［３４］）。 道教对世界本源

的理解与佛教相似但存在区别。 道家认为“道”是一切事物的本源，同时也是事物相互依存的根

基，特别强调由“道”衍生出事物之间的紧密联系（Ｉｐ，１９８３［３７］；尹志华，２００３［３８］ ）。 道家在“道论”
的基础上提出“道法自然”的概念，即人由道而生，存于自然之中，必须遵循自然法则的规律、尊重

万物、与自然和谐共处，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道教的哲学思想将“道”神圣化和实体化，将
“得道”设定为终极目标，提倡“道法自然”的修行途径，进而激发修道之人对自然的热爱与关怀

（Ｉｐ，１９８３［３７］；尹志华，２００３［３８］ ）。 由此可知，佛教和道教的哲学思想均强调事物之间的联系和共

生，秉持自然和谐发展的观念。
佛教和道教对待环保的意识还源于各自哲学思想所体现的价值取向。 佛教的哲学思想指出，

修行之人应具有“四无量心”，即“慈、悲、喜、舍”的利他主义意识（Ｄｕ 等，２０１４［１７］；Ｐａｃｅ，２０１３［３３］；陈
红兵，２０１２［３４］）。 该意识派生于佛教的众生平等观，是佛教哲学中关于万物拥有佛性认识的具体体

现（陈红兵，２０１２） ［３４］。 佛教提倡的“平等”并非等级上的表面平等，而是事物内在价值的一致平等

（Ｃｏｏｐｅｒ 和 Ｊａｍｅｓ，２０１７［３５］；陈红兵，２０１２［３４］），即一切皆有佛性的平等。 因此，佛教的哲学思想倡导

以“慈、悲、喜、舍”的价值取向去尊重和关怀一切事物（Ｄｕ 等，２０１４［１７］；Ｓａｈｎｉ，２００７［３６］；陈红兵，
２０１２［３４］）。 道教的哲学思想则提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观点，认为人与自然本是

一体，若损害世间事物就如同损害自己（Ｉｐ，１９８３［３７］；尹志华，２００３［３８］）。 道教从对“齐同万物”的人

的主体性的认识，延伸出对事物和他人的“慈悲”之心（史向前，２００４［３９］；尹志华，２００３［３８］ ）。 此外，
道家秉持“重人贵生”的理念，即重视生命的价值。 道教虽然肯定人为万物至尊的地位，但道教伦

理强调对自然法则的绝对服从（Ｉｐ，１９８３［３７］；尹志华，２００３［３８］ ）。 因此，道家对待自然环境的价值观

源于对自然法则的敬畏。 总之，佛教和道教的价值观倡导对待万物应秉持怜悯之心，做到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尊重和服从自然界的客观规律。
佛教和道教的环保意识还来源于各自的宗教理想。 佛教设定的终极理想是“涅槃”进入西方

极乐世界，佛教教义对井然有序、环境优美、充满祥和的极乐世界进行了详细的描述（陈红兵，
２０１２） ［３４］。 道教以得道成仙、长生不老作为自我修行的终极理想，道教描述的仙界也是无烦恼、幸福

安乐、生态和谐的世界（史向前，２００４） ［３９］。 因此，佛教和道教的宗教理想可以激励信徒在现实生活中

致力于践行“人间仙境”的美好构想（Ｃｏｏｐｅｒ 和 Ｊａｍｅｓ，２０１７［３５］；陈红兵，２０１２［３４］；史向前，２００４［３９］）。
环境污染具有极强的外部性，不仅破坏了万物之间的联系与平衡，摒弃了敬畏自然与珍视生命

的法则，而且与佛教和道教提倡的“慈悲”之心对立，更违背了营建人间乐土的宗教理想。 节能减

排是对环境污染的修正。 因此，基于中国传统宗教的社会规范必然对节能减排行为持肯定和支持

的态度。 污染行业面临高能耗、高污染的问题，节能减排是行业关注的重点。 基于上述逻辑，本文

预测污染行业企业受中国传统宗教社会规范的影响越强烈，越可能积极开展节能减排。 因此，本文

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宗教社会规范强度与污染行业企业节能减排的成效之间正相关。
２． 公共关系委员会的调节效应

董事会下设的公共关系委员会具有信息沟通与治理监督两类职能。 信息沟通职能主要是指与

利益相关者建立稳定的交流渠道，收集和传递与利益相关者公共需求（如慈善捐赠、环境保护、消
费者权益、员工权益等）相关的信息；治理监督职能主要体现为针对公共问题做出合理的决策，并
监督管理者采取应对措施（Ｌｉａｏ 等，２０１５） ［４０］。 在节能减排的问题上，公共关系委员会作为信息沟

通的渠道，能够向企业的决策层反馈利益相关者的环保需求，促成决策层做出环保承诺，进行环保

支出；同时，公共关系委员可以监督管理者按照环保要求开展环境治理。 因此，与其他污染行业公

司相比，本文预测设立公共关系委员会的污染行业公司，其节能减排绩效更高。
０３

曾　 泉，杜兴强，常莹莹　 宗教社会规范强度影响企业的节能减排成效吗？



按照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２０００） ［３２］的社会制度分层理论，公共关系委员会是一项治理机制，属于正式

社会制度的范畴，与非正式制度之间可能存在交互影响。 本文将讨论公共关系委员会对“宗教社

会规范与企业节能减排之间联系”的调节效应。 宗教社会规范影响公司行为的间接途径在于借助

组织合法性的压力、促成企业做出与社区共同认知一致的决策。 当然，宗教社会规范形成的合法性

压力必须通过一定的渠道传导到企业的决策层才能发挥相应的作用。 向决策层反馈利益相关者对

待公共问题的态度和意见是公共关系委员会的一项重要职能。 显然，公共关系委员会有助于提升企

业决策层与当地社区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沟通效率（Ｌｉａｏ 等，２０１５） ［４０］，从而增强了宗教社会规范对

企业环境治理的促进作用。 此外，决策层根据当地社区对公共问题的要求形成环保承诺之后，管理者

的执行就成为落实环境治理的关键。 公共关系委员会不仅负责制定企业环境保护的决策，还负责监

督管理者的执行情况（Ｌｉａｏ 等，２０１５） ［４０］。 因此，公共关系委员会的监督职能为落实环境治理提供了

一定的制度保障，进而有助于增强宗教社会规范对节能减排的促进作用。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２：董事会设立公共关系委员会增强了宗教社会规范强度对污染行业企业节能减排的促进

作用。

三、 研究设计

１． 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２００８—２０１４ 年涉及《上市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类管理名录》中污染行业的上市公司

作为研究对象，分别剔除净资产小于等于 ０ 的观测值、变量数据缺失的观测值。 最终样本包含

４９３３ 个公司 －年度观测值。 为降低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高低 １％分位的缩

尾处理。 本文的数据来源如下：①上市公司的注册地信息来源于 ＣＣＥＲ 数据库；②手工收集上市公

司节能减排的成效数据、环保治理信息、公共关系委员会的设立信息和注册地经纬度数据；③中国

寺庙和道观的地理坐标来源于美国密西根大学中国信息研究中心数据库①；④财务数据、公司治理

数据、最终控制人性质数据均来源于 ＣＳＭＡＲ 数据库；⑤城市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分别来源于

２００８—２０１４ 年的公众环境研究中心报告。
就样本的行业分布来看，涉及污染行业的上市公司集中在石油化工行业、金属非金属制造行业

以及医药生物制品行业，说明观测值存在群聚效应。 因此，本文在多元回归分析中通过 Ｃｌｕｓｔｅｒ 调
整修正回归系数的 ｔ 值，借以缓解群聚效应对研究结论的影响。 从分布的年度来看，２００８—２０１４ 年

污染行业的上市公司分布较为平均，公司家数呈现逐步小幅上升的趋势。
２． 关键变量的定义

（１）节能减排的成效指数。 参考 Ｃｌａｒｋｓｏｎ 等（２００８） ［４１］，本文采用评分法度量节能减排的成

效。 具体地，本文从公司年报、社会责任报告及其他信息披露中手工收集如下五方面的信息：①能

源使用及效率；②温室气体排放；③其他气体排放；④土地、水资源、空气的污染总量；⑤关于废弃物

质产生和管理（回收、再利用、处置、降低使用）。 根据上述信息，对上述每项进行赋值（符合如下任

一项标准则得 １ 分、每项的最高分为 ６ 分）：①提供具体数据；②提供行业对比分析；③提供历史趋

势分析；④提供与预期目标的对比分析；⑤提供绝对值和相对值的对比分析；⑥提供分解信息（如
工厂、经营单元、地域分类）。 计算总得分（最高分为 ３０），作为节能减排评分。

（２）宗教社会规范强度。 前期主要文献采用四种方法度量宗教社会规范的强度。 第一种是区

域宗教人口的比例（Ｄｙｒｅｎｇ 等，２０１２［２］；Ｅｌ Ｇｈｏｕｌ 等，２０１２［１２］；Ｈｉｌａｒｙ 和 Ｈｕｉ，２００９［１１］ ）；第二种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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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国密西根大学中国信息研究中心提供了中国 １６６７３ 座寺庙和 ４９２４ 所道观的地理位置数据，详细内容可以参看如下的

网址：ｈｔｔｐｓ： ／ ／ ｃｈｉｎａｄａｔａｃｅｎｔｅｒ． ｏｒｇ ／ Ｄａｔａ ／ ＦｒｅｅＤａｔａ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ｓｐｘ？ ｉｄ ＝ １１８。



域宗教场所数量或区域人均宗教场所数量（Ｄｙｒｅｎｇ 等，２０１２［２］；Ｅｌ Ｇｈｏｕｌ 等，２０１２［１２］ ）；第三种是基

于问卷调查的区域宗教参与程度（ＭｃＧｕｉｒｅ 等，２０１２） ［４２］；第四种是公司周围宗教场所的数量（Ｄｕ，
２０１３［１４］，２０１４［１５］；陈冬华等，２０１３［３］；曾爱民和魏志华，２０１７［２３］ ）。 前三种度量方法通过量化特定

行政区域的宗教特征来度量宗教社会规范强度，再将区域的宗教社会规范映射到公司，因而视特定

行政区域内的公司具有相同的宗教社会规范强度。 然而，在我国，行政区域的宗教人口特征和分

布、宗教参与程度等信息缺乏公开统一的资料（Ｄｕ，２０１３） ［１４］。 加之，历史因素导致行政区域内宗

教、传统以及习俗等非正式制度分布不均匀（Ｄｕ，２０１３） ［１４］。 上述原因极大地限制了采用前三种方

法度量我国公司的宗教社会规范强度。 第四种度量方法对前三种度量方法进行了延伸和改进。 具

体来说，第四种度量方法通过地理信息捕捉公司附近宗教场所的数量，借以量化公司层面的宗教社

会规范强度。 该方法既克服了缺乏相关统计资料的弊端，又考虑到地理分布的不平衡性引致的

差异。
前期文献还通过问卷调查获取公司决策层的个人信仰数据来度量公司的宗教社会规范强度

（Ｊｉａｎｇ 等，２０１５［２０］；Ｓｈｅｎ 和 Ｓｕ，２０１７［２２］；曾建光等，２０１６［１８］）。 与前述四种度量方法相比，该方法直

接度量了公司决策层的个人信仰，从而基于该方法的研究能够更直观地体现信仰与决策层行为之

间的联系。 然而，基于问卷调查获取个人宗教信仰数据的难度较大，且在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下，
个人宗教信仰调查数据的有效性可能受到质疑。 此外，按照定义，宗教社会规范是社会成员群体行

为的准则，而不单单体现为公司高管的个人信仰。 因此，基于公司高管的个人信仰度量公司的宗教

社会规范可能产生偏差。 当然，该方法与前述四种方法相互补充、相互印证，进而有助于提升研究

的可靠性。
参考 Ｄｕ（２０１３［１４］，２０１４［１５］）和陈冬华等（２０１３） ［３］，本文采用上述的第四种度量方法，基于经济

学和金融学研究中广泛应用的地理临近性概念度量公司的宗教社会规范强度。 具体步骤如下：①
从美国密西根大学中国信息研究中心获取中国 １６６７３ 座寺庙和 ４９２４ 所道观的经纬度坐标；②从

Ｇｏｏｇｌｅ Ｅａｒｔｈ 中获取上市公司注册地的经纬度坐标；③根据经纬度坐标计算上市公司与寺庙、道观

之间的距离①；④统计注册地半径 Ｒ 千米内寺庙和道观的个数（ＮＵＭ＿Ｒ，Ｒ 分别取 ２０、５０、１００、
２００）；⑤分年度计算变量 ＮＵＭ＿Ｒ 的最大值 ＮＵＭ＿Ｒ＿ＭＡＸ 和最小值 ＮＵＭ＿Ｒ＿ＭＩＮ；⑥计算经 ０ ～ １ 标

准化的公司宗教社会规范变量的方法如下：ＲＥＬ＿Ｒ ＝ “（ＮＵＭ＿Ｒ － ＮＵＭ＿Ｒ＿ＭＩＮ） ／ （ＮＵＭ＿Ｒ＿ＭＡＸ －
ＮＵＭ＿Ｒ＿ＭＩＮ）”。 该变量的数值越大，表明公司周围的宗教社会规范越强。

３． 研究模型

为检验假设 Ｈ１ 和假设 Ｈ２，本文参考 Ｃｌａｒｋｓｏｎ 等 （２００８） ［４１］、Ｗａｌｌｓ 等 （２０１２） ［１０］ 和毕茜等

（２０１５） ［１９］构建模型如下：

ＥＣＥＲ ｉ，ｔ ＝ α０ ＋ α１ＲＥＬ＿Ｒ ｉ，ｔ ＋ ∑βｋ（Ｃｏｎｔｒｏ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ｋ） ｉ，ｔ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Ｙｅａｒ ＋ εｉ，ｔ （１）
ＥＣＥＲ ｉ，ｔ ＝ μ０ ＋ μ１ＲＥＬ＿Ｒ ｉ，ｔ ＋ μ２ＰＲＣ ｉ，ｔ ＋ μ３ＲＥＬ＿Ｒ ｉ，ｔ × ＰＲＣ ｉ，ｔ

＋ ∑λｋ（Ｃｏｎｔｒｏ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ｋ） ｉ，ｔ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Ｙｅａｒ ＋ ξｉ，ｔ （２）
　 　 上述模型均采用 Ｔｏｂｉｔ 回归方法②。 其中，ＥＣＥＲ ｉ，ｔ表示公司节能减排的成效，ＲＥＬ＿Ｒ ｉ，ｔ表示公司

的宗教社会规范强度，ＰＲＣ ｉ，ｔ是表示企业是否设立公共关系委员会的虚拟变量。 本文变量的定义

如表 １ 所示。

２３

曾　 泉，杜兴强，常莹莹　 宗教社会规范强度影响企业的节能减排成效吗？

①

②

假设公司的经纬度坐标为（υｆ，ωｆ），宗教场所（寺庙或道观）的经纬度坐标为（υｔ，ωｔ），计算对应的弧长距离（ＤＩＳ）为：ＤＩＳ ＝

ｒａｄ × ［π ／ ２ － ａｒｃｔａｎ（ｃｏｓψ ／ ＳＱＲＴ（１ － ｃｏｓ２ψ））］，其中，ｃｏｓψ ＝ ｓｉｎωｔ × ｓｉｎωｆ ＋ ｃｏｓωｔ × ｃｏｓωｆ × ｃｏｓ（υｔ － υｆ），ｒａｄ ＝４００７５􀆰 ０４ ／ ３６０ ×１８０ ／ π。
被解释变量 ＥＣＥＲ 分布呈现“截尾”形态，已不符合经典线性回归模型的基本假设。 因此，本文选用 Ｔｏｂｉｔ 回归方法，以增

进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表 １ 变量定义

变量 变量定义

ＥＣＥＲ 公司节能减排的成效指数

ＲＥＬ＿Ｒ
宗教（佛教与道教）社会规范的强度的变量，等于公司注册地 Ｒ 千米半径内宗教（佛教与道

教）场所的数目进行 ０ ～ １ 标准化处理后的数值（Ｒ 分别取 ２０、５０、１００、２００ 千米）

ＰＲＣ
公共关系委员会的虚拟变量。 若上市公司在年报中披露董事会中设立公共关系委员会则为

１，否则为 ０
ＢＬＯＣＫ 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

ＭＡＮ＿ＯＷＮ 高管持股比例

ＤＵＡＬ 两职合一的虚拟变量。 若董事长与总经理由一人兼任则为 １，否则为 ０
ＩＮＤＲ 独立董事比例

ＢＯＡＲＤ 董事会规模的自然对数

ＳＩＺＥ 公司市值的自然对数

ＬＥＶ 资产负债率，等于负债总额除以公司市值

ＲＯＡ 净利润除以期初资产总额

ＴＯＢＩＮ􀆳Ｑ 托宾 Ｑ 值，等于公司市场价值除以公司资产的账面价值

ＦＩＮ
公司融资比例，等于融资额除以期初资产总额（融资额等于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加上取得借

款收到的现金）
ＣＡＰＩＮ 资本性支出，等于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除以销售收入

ＲＥＴ 超额股票回报率，等于公司年度股票回报率减去市场年度回报率

ＲＩＳＫ
公司风险，等于股票超额周收益率的波动率。 超额周收益率等于股票的周收益率减去市场周

收益率

ＳＴＡＴＥ 国有企业的虚拟变量，若公司是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则为 １，否则为 ０
ＰＩＴＩ 省级环境监管强度，等于各省份城市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的平均值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四、 实证分析

１． 描述性统计分析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２ 所示。 节能减排（ＥＣＥＲ）的均值约为 ０􀆰 ９２２６，最大值为 １７，
最小值为 ０，标准差约为 ２􀆰 １９９２，表明整体而言污染行业上市公司节能减排的成效偏低、公司之间

存在较大的差异。 宗教社会规范强度 ＲＥＬ＿Ｒ（Ｒ 分别取 ２０、５０、１００、２００）的均值分别为 ０􀆰 ０２９５、
０􀆰 ０３１７、０􀆰 ０５９９ 和 ０􀆰 １３１８。 调节变量 ＰＲＣ 的均值约为 ０􀆰 ０５３１，说明样本中有 ５􀆰 ３１％的污染行业上

市公司在董事会中设立了公共关系委员会。 其他变量均在合理范围，在此不再赘述。
表 ２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１ ／ ４ 分位数 中位数 ３ ／ ４ 分位数 最大值

ＥＣＥＲ ４９３３ ０􀆰 ９２２６ ２􀆰 １９９２ ０ ０ ０ ０ １７
ＲＥＬ＿２０ ４９３３ ０􀆰 ０２９５ ０􀆰 ０６８９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３３ ０􀆰 ０１３２ ０􀆰 ０３３１ １􀆰 ００００
ＲＥＬ＿５０ ４９３３ ０􀆰 ０３１７ ０􀆰 ０７０２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２４ ０􀆰 ０１６１ ０􀆰 ０３９０ １􀆰 ００００
ＲＥＬ＿１００ ４９３３ ０􀆰 ０５９９ ０􀆰 １０２４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５６ ０􀆰 ０２８７ ０􀆰 ０７４６ １􀆰 ００００
ＲＥＬ＿２００ ４９３３ ０􀆰 １３１８ ０􀆰 １７９１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１８２ ０􀆰 ０５３８ ０􀆰 １９２９ １􀆰 ００００
ＰＲＣ ４９３３ ０􀆰 ０５３１ ０􀆰 ２２４３ ０ ０ ０ ０ １

ＢＬＯＣＫ ４９３３ ０􀆰 ３６８６ ０􀆰 １５４９ ０􀆰 ０８４３ ０􀆰 ２４７５ ０􀆰 ３５５４ ０􀆰 ４８１７ ０􀆰 ７７０２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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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１ ／ ４ 分位数 中位数 ３ ／ ４ 分位数 最大值

ＭＡＮ＿ＯＷＮ ４９３３ ０􀆰 ０７２８ ０􀆰 １６７７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６４ ０􀆰 ７０４２
ＤＵＡＬ ４９３３ ０􀆰 １９１６ ０􀆰 ３９３６ ０ ０ ０ ０ １
ＩＮＤＲ ４９３３ ０􀆰 ３６６８ ０􀆰 ０５１８ ０􀆰 ２５００ ０􀆰 ３３３３ ０􀆰 ３３３３ ０􀆰 ３８４６ ０􀆰 ７５００
ＢＯＡＲＤ ４９３３ ２􀆰 １９２４ ０􀆰 ２０７４ １􀆰 ０９８６ ２􀆰 １９７２ ２􀆰 １９７２ ２􀆰 １９７２ ２􀆰 ７０８１
ＳＩＺＥ ４９３３ ２２􀆰 ４７９１ １􀆰 １８２５ １９􀆰 ８１４７ ２１􀆰 ６３７３ ２２􀆰 ３０３０ ２３􀆰 １５４８ ２７􀆰 ０９２９
ＬＥＶ ４９３３ ０􀆰 ４６７８ ０􀆰 ２１２２ ０􀆰 ０２７４ ０􀆰 ３０６５ ０􀆰 ４７８５ ０􀆰 ６２９４ ０􀆰 ９９７０
ＲＯＡ ４９３３ ０􀆰 ０４９３ ０􀆰 ０８４２ － ０􀆰 ３２５１ ０􀆰 ００９３ ０􀆰 ０３６４ ０􀆰 ０７８８ ０􀆰 ６９６３

ＴＯＢＩＮ􀆳Ｑ ４９３３ １􀆰 ９７０６ １􀆰 ２５７２ ０􀆰 ８８４７ １􀆰 ２１４９ １􀆰 ５６４９ ２􀆰 ２２５９ １３􀆰 ５１１２
ＦＩＮ ４９３３ ０􀆰 ３２５８ ０􀆰 ２９９４ ０􀆰 ００００ ０􀆰 １０６７ ０􀆰 ２７６２ ０􀆰 ４６３７ ２􀆰 ９３０４

ＣＡＰＩＮ ４９３３ ０􀆰 １４４０ ０􀆰 １７３０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３９０ ０􀆰 ０９０８ ０􀆰 １８０１ １􀆰 ２５３１
ＲＥＴ ４９３３ － ０􀆰 ０２３５ ０􀆰 ４４２５ － １􀆰 ５６３４ － ０􀆰 ２４５４ － ０􀆰 ０８７０ ０􀆰 １１２２ ５􀆰 ４９８４
ＲＩＳＫ ４９３３ ０􀆰 ０４７５ ０􀆰 ０１６６ ０􀆰 ０１８０ ０􀆰 ０３６１ ０􀆰 ０４４７ ０􀆰 ０５５９ ０􀆰 ２２６３
ＳＴＡＴＥ ４９３３ ０􀆰 ４９４０ ０􀆰 ５００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ＰＩＴＩ ４９３３ ３８􀆰 ６４４２ １４􀆰 ５６２１ １０􀆰 ２０ ２６􀆰 ３５ ３５􀆰 ７９ ５０􀆰 ７２ ７２􀆰 ９０

　 　 资料来源：本文计算整理

２． 多元回归分析

（１）宗教社会规范强度与污染行业公司的节能排减。 假设 Ｈ１ 的检验结果如表 ３ 所示。 污染

行业上市公司节能减排的成效评分（ＥＣＥＲ）分别与公司注册地方圆 ２０、５０、１００、２００ 千米内的宗教

社会规范强度在 １％或 ５％水平显著地正相关（系数 ＝ ８􀆰 ７６８７，ｔ ＝ ３􀆰 ９５；系数 ＝ ８􀆰 ４４４５，ｔ ＝ ３􀆰 ３０；系
数 ＝ ５􀆰 ２４７１，ｔ ＝ ２􀆰 ４８；系数 ＝ ３􀆰 ２７９３，ｔ ＝ ２􀆰 ８２），表明宗教社会规范强度的确能够促进污染行业公司

的节能减排，支持了本文的假设 Ｈ１。 就经济意义而言，污染行业公司的宗教社会规范强度每增加

一个标准差，节能减排的成效分别上升了 ６５􀆰 ４８％ 、６４􀆰 ２５％ 、５８􀆰 ２４％ 、６３􀆰 ６６％ 。 可见，宗教社会规

范强度对污染行业公司的节能减排在统计意义和经济意义上均存在显著影响。
表 ３ 宗教社会规范强度与污染行业公司的节能排减（假设 Ｈ１）

变量

因变量：ＥＣＥＲ

（１）Ｒ ＝ ２０ （２）Ｒ ＝ ５０ （３）Ｒ ＝ １００ （４）Ｒ ＝ ２００

系数 ｔ 值 系数 ｔ 值 系数 ｔ 值 系数 ｔ 值
ＲＥＬ＿Ｒ ８􀆰 ７６８７∗∗∗ ３􀆰 ９５ ８􀆰 ４４４５∗∗∗ ３􀆰 ３０ ５􀆰 ２４７１∗∗ ２􀆰 ４８ ３􀆰 ２７９３∗∗∗ ２􀆰 ８２
ＢＬＯＣＫ ３􀆰 ３９９４∗∗∗ ２􀆰 ８５ ３􀆰 ３８１６∗∗∗ ２􀆰 ８３ ３􀆰 ４２７４∗∗∗ ２􀆰 ８７ ３􀆰 ３９９７∗∗∗ ２􀆰 ８７

ＭＡＮ＿ＯＷＮ ４􀆰 ７５８０∗∗∗ ３􀆰 ７６ ４􀆰 ９０３７∗∗∗ ３􀆰 ９０ ４􀆰 ８７５２∗∗∗ ３􀆰 ８６ ４􀆰 ９３８４∗∗∗ ３􀆰 ９４
ＤＵＡＬ － ０􀆰 ８６９６∗ － １􀆰 ９３ － ０􀆰 ８８２６∗ － １􀆰 ９４ － ０􀆰 ９０６１∗∗ － １􀆰 ９８ － ０􀆰 ９３７８∗∗ － ２􀆰 ０４
ＩＮＤＲ － ８􀆰 １０２９∗∗∗ － ２􀆰 ６１ － ７􀆰 ８７６６∗∗ － ２􀆰 ５４ － ７􀆰 ８２８８∗∗ － ２􀆰 ５２ － ７􀆰 ８６００∗∗ － ２􀆰 ５３
ＢＯＡＲＤ ０􀆰 ２０９６ ０􀆰 ２３ ０􀆰 ２２８２ ０􀆰 ２６ ０􀆰 ２４６２ ０􀆰 ２７ ０􀆰 ２８０７ ０􀆰 ３１
ＳＩＺＥ ２􀆰 ３１４９∗∗∗ １１􀆰 ６１ ２􀆰 ３２５５∗∗∗ １１􀆰 ６５ ２􀆰 ３４０７∗∗∗ １１􀆰 ５９ ２􀆰 ３６５１∗∗∗ １１􀆰 ６３
ＬＥＶ － ２􀆰 ０９８７∗ － １􀆰 ９１ － １􀆰 ９８２４∗ － １􀆰 ８０ － ２􀆰 １００３∗ － １􀆰 ８９ － ２􀆰 ０７８２∗ － １􀆰 ８６
ＲＯＡ － １􀆰 ６９４０ － ０􀆰 ８８ － １􀆰 ６６０９ － ０􀆰 ８７ － １􀆰 ７５４８ － ０􀆰 ９２ － １􀆰 ８５７８ － ０􀆰 ９８

ＴＯＢＩＮ􀆳Ｑ － ０􀆰 ３８０１∗∗ － ２􀆰 ３３ － ０􀆰 ３７５０∗∗ － ２􀆰 ３０ － ０􀆰 ３７４０∗∗ － ２􀆰 ２７ － ０􀆰 ３７５２∗∗ － ２􀆰 ２９
ＦＩＮ ０􀆰 ３４００ ０􀆰 ６８ ０􀆰 ３２７１ ０􀆰 ６５ ０􀆰 ２９８９ ０􀆰 ５９ ０􀆰 ２６１２ ０􀆰 ５２

ＣＡＰＩＮ － ０􀆰 ２０８６ － ０􀆰 ２３ － ０􀆰 １２１３ － ０􀆰 １３ － ０􀆰 ０９４２ － ０􀆰 １０ － ０􀆰 ００６３ － ０􀆰 ０１
ＲＥＴ － ０􀆰 ４８８１∗ － １􀆰 ７９ － ０􀆰 ４８５１∗ － １􀆰 ７７ － ０􀆰 ４８４５∗ － １􀆰 ７７ － ０􀆰 ４７７３∗ － １􀆰 ７４

４３

曾　 泉，杜兴强，常莹莹　 宗教社会规范强度影响企业的节能减排成效吗？



续表 ３

变量

因变量：ＥＣＥＲ

（１）Ｒ ＝ ２０ （２）Ｒ ＝ ５０ （３）Ｒ ＝ １００ （４）Ｒ ＝ ２００

系数 ｔ 值 系数 ｔ 值 系数 ｔ 值 系数 ｔ 值
ＲＩＳＫ － ３􀆰 ８４８７ － ０􀆰 ４４ － ３􀆰 ７３１３ － ０􀆰 ４３ － ３􀆰 ５６５１ － ０􀆰 ４１ － ４􀆰 ４２７５ － ０􀆰 ５１
ＳＴＡＴＥ １􀆰 ７５６９∗∗∗ ４􀆰 １７ １􀆰 ７９０４∗∗∗ ４􀆰 ２１ １􀆰 ７７４９∗∗∗ ４􀆰 １６ １􀆰 ７３５０∗∗∗ ４􀆰 ０７
ＰＩＴＩ ０􀆰 ０２９１∗∗ ２􀆰 ２９ ０􀆰 ０２８３∗∗ ２􀆰 ２０ ０􀆰 ０２８５∗∗ ２􀆰 １７ ０􀆰 ０２２０∗ １􀆰 ６５
截距 － ５３􀆰 ７６０７∗∗∗ － １１􀆰 ０４ － ５４􀆰 １７５５∗∗∗ － １１􀆰 ０８ － ５４􀆰 ５７８５∗∗∗ － １１􀆰 ０３ － ５４􀆰 ９７１６∗∗∗ － １１􀆰 ０４

行业和年度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４９３３ ４９３３ ４９３３ ４９３３
伪 Ｒ２ ０􀆰 １１４４ ０􀆰 １１３９ ０􀆰 １１２８ ０􀆰 １１２７

ＬＲ 检验 １２６０􀆰 ０３∗∗∗ １２５５􀆰 ２４∗∗∗ １２４２􀆰 ７６∗∗∗ １２４１􀆰 ４８∗∗∗

　 　 注：∗∗∗、∗∗、∗分别表示 １％ 、５％ 、１０％水平显著（双尾）；表中报告的 ｔ 值均经过公司层面的 Ｃｌｕｓｔｅｒ 调整（Ｐｅｔｅｒｓｅｎ，２００９） ［４８］

资料来源：本文计算整理

控制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如下：①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ＢＬＯＣＫ）与节能减排显著正相关，表明

大股东的控制权促进了污染行业公司的节能减排（Ｅａｒｎｈａｒｔ 和 Ｌｉｚａｌ，２００６［４３］；Ｗａｌｌｓ 等，２０１２［１０］ ）。
②ＭＡＮ＿ＯＷＮ 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高管持股比例越高，越会积极推动节能减排

（Ｗａｌｌｓ 等，２０１２） ［１０］。 ③ＤＵＡＬ 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在污染行业公司中董事长和总经理的两职合一

抑制了节能减排的成效（Ｗｅｂｂ，２００４［４４］；毕茜等，２０１５［１９］）。 ④独立董事比例（ＩＮＤＲ）与节能减排显著

负相关，说明独立董事比例越高的污染行业公司，节能减排效果越差（Ｋａｓｓｉｎｉｓ 和 Ｖａｆｅａｓ，２００２［４５］；毕茜

等，２０１５［１９］）。 ⑤ＳＩＺＥ 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规模越大的污染行业公司节能减排绩效越好（Ｗａｌｌｓ 等，
２０１２［１０］；毕茜等，２０１５［１９］）。 ⑥ＬＥＶ 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污染行业公司的财务杠杆越高，开展节能减

排的绩效越差（毕茜等，２０１５） ［１９］。 ⑦ＴＯＢＩＮ􀆳Ｑ 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成长性越高的污染行业公司越

消极对待节能减排（Ｒｕｓｓｏ 和 Ｆｏｕｔｓ，１９９７） ［４６］。 ⑧ＲＥＴ 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回报率越高的污染行业

公司越不愿意开展节能减排。 ⑨ＳＴＡＴＥ 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国有或国有控股的污染行业公司的节能

减排成效越高（毕茜等，２０１５） ［１９］。 ⑩ＰＩＴＩ 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当地政府对环保的监管的力度越大，
污染行业企业节能减排的业绩越好（包群等，２０１３［５］；毕茜等，２０１２［４７］；祁毓等，２０１４［６］）。

（２）公共关系委员会对宗教社会规范强度与公司节能减排关系的调节效应。 表 ４ 列示了假设

Ｈ２ 的检验结果。 如表 ４ 所示，宗教社会规范与污染行业公司的节能减排之间显著地正相关，进一

步支持了假设 Ｈ１。 ＰＲＣ 的系数均在 １％水平显著为正，表明董事会中设立的公共关系委员会有助

于提升污染行业公司节能减排的效果 （ Ｌｉａｏ 等，２０１５［４０］；Ｗａｌｌｓ 等，２０１２［１０］ ）。 更重要的是，
ＲＥＬ＿Ｒ × ＰＲＣ（Ｒ ＝ ２０、５０、１００、２００）的系数均显著为正（系数 ＝ ６􀆰 ６３２０，ｔ ＝ １􀆰 ９５；系数 ＝ ８􀆰 ２４５４，ｔ ＝
１􀆰 ９７；系数 ＝ ９􀆰 ７８７５，ｔ ＝ ３􀆰 １２；系数 ＝ ６􀆰 ３６６９，ｔ ＝ ２􀆰 ７７），表明在设立公共关系委员会的污染行业公

司中，宗教社会规范强度对节能减排的促进效果更显著，公共关系委员会作为企业内部的环保治理

机制，增强了宗教社会规范强度对节能减排的促进作用。 表 ４ 的控制变量的结果与表 ３ 基本一致。
表 ４ 公共关系委员会对宗教社会规范与公司节能排减关系的调节效应（假设 Ｈ２）

变量

因变量：ＥＣＥＲ

（１）Ｒ ＝ ２０ （２）Ｒ ＝ ５０ （３）Ｒ ＝ １００ （４）Ｒ ＝ ２００

系数 ｔ 值 系数 ｔ 值 系数 ｔ 值 系数 ｔ 值

ＲＥＬ＿Ｒ ７􀆰 ４１７７∗∗∗ ３􀆰 ４６ ７􀆰 ００４４∗∗∗ ２􀆰 ８７ ４􀆰 １６５９∗∗ ２􀆰 ２４ ２􀆰 ４９００∗∗ ２􀆰 ３５

ＰＲＣ ３􀆰 ５８８３∗∗∗ ５􀆰 ６４ ３􀆰 ５３６７∗∗∗ ５􀆰 ５２ ３􀆰 ２２２６∗∗∗ ４􀆰 ６９ ２􀆰 ９０２５∗∗∗ ３􀆰 ８０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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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４

变量

因变量：ＥＣＥＲ

（１）Ｒ ＝ ２０ （２）Ｒ ＝ ５０ （３）Ｒ ＝ １００ （４）Ｒ ＝ ２００

系数 ｔ 值 系数 ｔ 值 系数 ｔ 值 系数 ｔ 值

ＲＥＬ＿Ｒ × ＰＲＣ ６􀆰 ６３２０∗ １􀆰 ９５ ８􀆰 ２４５４∗∗ １􀆰 ９７ ９􀆰 ７８７５∗∗∗ ３􀆰 １２ ６􀆰 ３６６９∗∗∗ ２􀆰 ７７

ＢＬＯＣＫ ３􀆰 ０８５１∗∗∗ ２􀆰 ７１ ３􀆰 ０７５８∗∗∗ ２􀆰 ７０ ３􀆰 １２８１∗∗∗ ２􀆰 ７４ ３􀆰 ０６２４∗∗∗ ２􀆰 ７１

ＭＡＮ＿ＯＷＮ ４􀆰 ４８４８∗∗∗ ３􀆰 ８１ ４􀆰 ５８５９∗∗∗ ３􀆰 ９１ ４􀆰 ５０５９∗∗∗ ３􀆰 ８３ ４􀆰 ５０５１∗∗∗ ３􀆰 ８１

ＤＵＡＬ － ０􀆰 ７３１２∗ － １􀆰 ７２ － ０􀆰 ７３５７∗ － １􀆰 ７１ － ０􀆰 ７６６１∗ － １􀆰 ７８ － ０􀆰 ７９８３∗ － １􀆰 ８４

ＩＮＤＲ － ７􀆰 １５８６∗∗ － ２􀆰 ４２ － ６􀆰 ９４００∗∗ － ２􀆰 ３５ － ６􀆰 ８０６８∗∗ － ２􀆰 ３０ － ６􀆰 ８０１５∗∗ － ２􀆰 ２９

ＢＯＡＲＤ ０􀆰 ４２６３ ０􀆰 ５１ ０􀆰 ４４５７ ０􀆰 ５３ ０􀆰 ４６９６ ０􀆰 ５６ ０􀆰 ５３６８ ０􀆰 ６４

ＳＩＺＥ ２􀆰 ０９７０∗∗∗ １１􀆰 ７７ ２􀆰 １０３９∗∗∗ １１􀆰 ８３ ２􀆰 １２１７∗∗∗ １１􀆰 ８８ ２􀆰 １５２３∗∗∗ １２􀆰 ０５

ＬＥＶ － １􀆰 ６３０７ － １􀆰 ５８ － １􀆰 ５２２１ － １􀆰 ４７ － １􀆰 ６４２４ － １􀆰 ５８ － １􀆰 ６１３９ － １􀆰 ５５

ＲＯＡ － １􀆰 １７５５ － ０􀆰 ６５ － １􀆰 １２５５ － ０􀆰 ６２ － １􀆰 １４５６ － ０􀆰 ６４ － １􀆰 １３２３ － ０􀆰 ６４

ＴＯＢＩＮ􀆳Ｑ － ０􀆰 ３９０６∗∗ － ２􀆰 ４６ － ０􀆰 ３８７５∗∗ － ２􀆰 ４４ － ０􀆰 ３８４３∗∗ － ２􀆰 ４２ － ０􀆰 ３７８３∗∗ － ２􀆰 ４０

ＦＩＮ ０􀆰 １４６１ ０􀆰 ３１ ０􀆰 １３４７ ０􀆰 ２８ ０􀆰 １００５ ０􀆰 ２１ ０􀆰 ０５７６ ０􀆰 １２

ＣＡＰＩＮ － ０􀆰 １９４８ － ０􀆰 ２３ － ０􀆰 １１４０ － ０􀆰 １３ － ０􀆰 ０８７２ － ０􀆰 １０ － ０􀆰 ０５２１ － ０􀆰 ０６

ＲＥＴ － ０􀆰 ３８８５ － １􀆰 ４８ － ０􀆰 ３８７２ － １􀆰 ４７ － ０􀆰 ３８３７ － １􀆰 ４６ － ０􀆰 ３７７０ － １􀆰 ４４

ＲＩＳＫ － ０􀆰 ６５５８ － ０􀆰 ０８ － ０􀆰 ５９４０ － ０􀆰 ０７ － ０􀆰 ４３４５ － ０􀆰 ０５ － １􀆰 ０１４３ － ０􀆰 １２

ＳＴＡＴＥ １􀆰 ５２２０∗∗∗ ３􀆰 ８４ １􀆰 ５５２１∗∗∗ ３􀆰 ８８ １􀆰 ５３９５∗∗∗ ３􀆰 ８５ １􀆰 ４８６５∗∗∗ ３􀆰 ７３

ＰＩＴＩ ０􀆰 ０２４２∗∗ ２􀆰 ０２ ０􀆰 ０２３６∗ １􀆰 ９５ ０􀆰 ０２３４∗ １􀆰 ９０ ０􀆰 ０１８０ １􀆰 ４２

截距 － ４９􀆰 ６１２５∗∗∗ － １１􀆰 ５７ － ４９􀆰 ９３４０∗∗∗ － １１􀆰 ６２ － ５０􀆰 ４１００∗∗∗ － １１􀆰 ６３ － ５１􀆰 ０２４７∗∗∗ － １１􀆰 ７３

行业和年度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４９３３ ４９３３ ４９３３ ４９３３

伪 Ｒ２ ０􀆰 １２５４ ０􀆰 １２５１ ０􀆰 １２４５ ０􀆰 １２４５

ＬＲ 检验 １３８１􀆰 ５０∗∗∗ １３７８􀆰 ９５∗∗∗ １３７２􀆰 １１∗∗∗ １３７１􀆰 ７９∗∗∗

　 　 注：∗∗∗、∗∗、∗分别表示 １％ 、５％ 、１０％水平显著（双尾）；表中报告的 ｔ 值均经过公司层面的 Ｃｌｕｓｔｅｒ 调整（Ｐｅｔｅｒｓｅｎ，２００９） ［４８］

资料来源：本文计算整理

五、 稳健性测试与内生性讨论①

１． 被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测试

基于文本分析构建节能减排的成效得分可能存在偏态特征，因此，本文对节能减排得分进行正

态化处理，重新检验假设 Ｈ１ 和假设 Ｈ２。 正态化处理后的节能减排得分等于（１ ＋ 节能减排的原始

得分）的自然对数。 表 ５ 报告了采用经正态化处理后的节能减排得分作为因变量的结果，回归模

型采用最小二乘法（ＯＬＳ）。 如表 ５ 所示，宗教社会规范强度总体上与节能减排之间显著正相关，进
一步支持了假设 Ｈ１。 ＲＥＬ＿Ｒ × ＰＲＣ 的系数为正，且分别在 ５％ 或 １％ 水平显著，为验证假设 Ｈ２ 提

供了进一步的经验证据。 简言之，采用经正态化处理后的节能减排得分作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与
前文的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６３

曾　 泉，杜兴强，常莹莹　 宗教社会规范强度影响企业的节能减排成效吗？

① 本文还按照省级人均 ＧＤＰ（教育程度）高低分组，发现在富裕程度高（教育水平高）的地区，宗教社会规范强度对节能减

排的促进效果显著；而在富裕程度低（教育水平低）的地区，宗教社会规范强度对节能减排的影响不显著。 这表明，落后的经济发

展水平（教育水平）制约了宗教社会规范强度对节能减排的影响。 限于篇幅未报告回归结果，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表 ５ 采用经正态化处理的节能减排得分的回归结果①

变量

因变量：ｌｏｇ（１ ＋ ＥＣＥＲ）

（１）Ｒ ＝ ２０ （２）Ｒ ＝ ５０ （３）Ｒ ＝ １００ （４）Ｒ ＝ ２００

系数（ ｔ 值） 系数（ ｔ 值） 系数（ ｔ 值） 系数（ ｔ 值） 系数（ ｔ 值） 系数（ ｔ 值） 系数（ ｔ 值） 系数（ ｔ 值）

ＲＥＬ＿Ｒ ０􀆰 ８７４３∗∗

（２􀆰 ４８）
０􀆰 ７０２３∗∗

（２􀆰 ２３）
０􀆰 ７８３６∗∗

（２􀆰 ０２）
０􀆰 ６１２０∗

（１􀆰 ８１）
０􀆰 ４３０３∗

（１􀆰 ７１）
０􀆰 ３２５１
（１􀆰 ５５）

０􀆰 ２４５３∗∗

（２􀆰 ０５）
０􀆰 １７９２∗

（１􀆰 ７５）

ＰＲＣ ０􀆰 ４６１５∗∗∗

（４􀆰 ９８）
０􀆰 ４５４８∗∗∗

（４􀆰 ８８）
０􀆰 ４１３１∗∗∗

（４􀆰 １４）
０􀆰 ３７６５∗∗∗

（３􀆰 ３９）

ＲＥＬ＿Ｒ × ＰＲＣ １􀆰 ３４５７∗∗∗

（２􀆰 ６２）
１􀆰 ５５２１∗∗

（２􀆰 ５０）
１􀆰 ５６４７∗∗∗

（３􀆰 ７０）
０􀆰 ９３４８∗∗∗

（２􀆰 ６８）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截距
－５􀆰 ０６４４∗∗∗

（ － １１􀆰 ０３）
－４􀆰 ７２４７∗∗∗

（ － １０􀆰 ８０）
－５􀆰 ０９０９∗∗∗

（ － １１􀆰 ０５）
－４􀆰 ７４６８∗∗∗

（ － １０􀆰 ８３）
－５􀆰 １０９９∗∗∗

（ － １１􀆰 ０４）
－４􀆰 ７８００∗∗∗

（ － １０􀆰 ８８）
－５􀆰 １２５０∗∗∗

（ － １１􀆰 ０８）
－４􀆰 ８２１４∗∗∗

（ － １０􀆰 ９６）
行业和年度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４９３３ ４９３３ ４９３３ ４９３３ ４９３３ ４９３３ ４９３３ ４９３３
调整的 Ｒ２ ０􀆰 ２５９１ ０􀆰 ２８８３ ０􀆰 ２５７６ ０􀆰 ２８７４ ０􀆰 ２５５３ ０􀆰 ２８６１ ０􀆰 ２５４８ ０􀆰 ２８５８
Ｆ 检验 １２􀆰 ８１∗∗∗ ２１􀆰 ６０∗∗∗ １２􀆰 ７３∗∗∗ １７􀆰 ３０∗∗∗ １２􀆰 ７２∗∗∗ １６􀆰 １７∗∗∗ １２􀆰 ７０∗∗∗ １４􀆰 ７５∗∗∗

　 　 注：∗∗∗、∗∗、∗分别表示 １％ 、５％ 、１０％水平显著（双尾）；表中报告的 ｔ 值均经过公司层面的 Ｃｌｕｓｔｅｒ 调整（Ｐｅｔｅｒｓｅｎ，２００９） ［４８］

资料来源：本文计算整理

２． 宗教社会规范强度变量的稳健性测试

由宗教社会规范强度的度量机理可知，公司越接近宗教场所，越可能与宗教产生信息和物质的

交流，宗教社会规范对公司行为的影响越显著。 因此，本文分别采用公司与最近 １ ～ ２ 个宗教场所

（寺庙或道观）之间平均距离的倒数（ ＩＮＶ＿ＤＩＳ＿１、ＩＮＶ＿ＤＩＳ＿２）重新度量宗教社会规范的强度。 该变

量是宗教社会规范强度的正向变量，其值越大，表明公司与宗教场所之间的距离越近，宗教社会规

范强度越大。 表 ６ 列示了采用距离倒数度量宗教社会规范的回归结果。 变量 ＩＮＶ＿ＤＩＳ＿Ｎ（Ｎ ＝ １、
２）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变量 ＰＲＣ 与 ＥＣＥＲ 显著地正相关，变量 ＩＮＶ＿ＤＩＳ＿Ｎ × ＰＲＣ（Ｎ ＝ １、２）的
回归系数同样都在 １％水平显著为正。 上述结果为假设 Ｈ１ 和假设 Ｈ２ 提供了稳健的经验证据。
表 ６ 采用公司与宗教场所之间距离的倒数作为主要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

变量

因变量：ＥＣＥＲ

（１）Ｎ ＝ １ （２）Ｎ ＝ １ （３）Ｎ ＝ ２ （４）Ｎ ＝ ２

系数 ｔ 值 系数 ｔ 值 系数 ｔ 值 系数 ｔ 值
ＩＮＶ＿ＤＩＳ＿Ｎ ０􀆰 ３６２７∗∗ ２􀆰 ２２ ０􀆰 ３０６２∗∗∗ ２􀆰 ６１ ０􀆰 ６３４８∗∗∗ ２􀆰 ７７ ０􀆰 ５５７１∗∗∗ ３􀆰 ３５

ＩＮＶ＿ＤＩＳ＿Ｎ × ＰＲＣ １􀆰 ３７０５∗∗∗ ２􀆰 ９９ ３􀆰 ９５２０∗∗∗ ３􀆰 ８４
ＰＲＣ ３􀆰 １１０７∗∗∗ ４􀆰 ５９ ２􀆰 ７０１４∗∗∗ ３􀆰 ８０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截距 － ５４􀆰 ４６２０∗∗∗ － １１􀆰 ０４ － ５０􀆰 ７０５７∗∗∗ － １１􀆰 ６７ － ５４􀆰 ４６４１∗∗∗ － １１􀆰 ０４ － ５０􀆰 ４６８３∗∗∗ － １１􀆰 ５８
行业和年度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４９３２ ４９３２ ４９３２ ４９３２
伪 Ｒ２ ０􀆰 １１３１ ０􀆰 １２５４ ０􀆰 １１２３ ０􀆰 １２５２

ＬＲ 检验 １２４５􀆰 ２４∗∗∗ １３７９􀆰 ９２∗∗∗ １２３６􀆰 ６１∗∗∗ １３７８􀆰 ６２∗∗∗

　 　 注：∗∗∗、∗∗、∗分别表示 １％ 、５％ 、１０％水平显著（双尾）；表中报告的 ｔ 值均经过公司层面的 Ｃｌｕｓｔｅｒ 调整（Ｐｅｔｅｒｓｅｎ，２００９） ［４８］

资料来源：本文计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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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限于篇幅，稳健性测试与内生性讨论中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未在文中报告，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下同）。



３． 内生性讨论

基于地理临近性概念的宗教社会规范强度度量方法，可能引发宗教社会规范强度变量与污染

行业企业节能减排成效之间的双向因果联系，即存在一种可能：环境业绩好的企业愿意选址在自然

环境优美的宗教圣地附近，或自然环境优美的宗教地区倾向于选择环境业绩好的企业落户。 为降

低内生性问题对研究结论的影响，本文采用差分模型与双重差分模型进一步检验本文假设①。
（１）差分模型。 本文采用公司与宗教场所之间距离的差分（ΔＤＩＳ＿Ｎ，Ｎ ＝ １、２）来度量宗教社会

规范强度的变化（Ｄｕ，２０１４） ［１５］，检验宗教社会规范强度变化对节能减排变化的影响。 ΔＤＩＳ＿Ｎ 是

宗教社会规范强度变化的逆向变量，即该变量的值越大，表明公司宗教社会规范强度逐渐减弱。 表

７ 列示了差分模型的回归结果，模型采用 ＯＬＳ 回归方法。 ΔＤＩＳ＿Ｎ（Ｎ ＝ １、２）的回归系数均小于零且

显著，表明公司与宗教场所之间的距离变得越近，节能减排的成效变得越高，进一步支持了假设

Ｈ１。 此外，表 ７ 的第（２）、第（４）列显示：ΔＤＩＳ＿Ｎ × ΔＰＲＣ（Ｎ ＝ １、２）的系数均在 ５％ 水平显著为负

（系数 ＝ － ０􀆰 １３２７，ｔ ＝ － ２􀆰 ４３；系数 ＝ － ０􀆰 １２２６，ｔ ＝ － ２􀆰 ５６），说明增设公共关系委员会强化了宗教

社会规范强度变动对节能减排变化的影响，为支持假设 Ｈ２ 提供了更稳健的证据。
表 ７ 内生性控制：差分模型方法

变量

因变量：ΔＥＣＥＲ

（１）Ｎ ＝ １ （２）Ｎ ＝ １ （３）Ｎ ＝ ２ （４）Ｎ ＝ ２

系数 ｔ 值 系数 ｔ 值 系数 ｔ 值 系数 ｔ 值
ΔＤＩＳ＿Ｎ － ０􀆰 ０１５１∗ － １􀆰 ８７ － ０􀆰 ０１５４∗ － １􀆰 ９１ － ０􀆰 ０１３４∗ － １􀆰 ７６ － ０􀆰 ０１３７∗ － １􀆰 ８０

ΔＤＩＳ＿Ｎ × ΔＰＲＣ － ０􀆰 １３２７∗∗ － ２􀆰 ４３ － ０􀆰 １２２６∗∗ － ２􀆰 ５６
ΔＰＲＣ １􀆰 ４０３９∗∗∗ ３􀆰 ９０ １􀆰 ４０３２∗∗∗ ３􀆰 ９１

Δ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截距 ０􀆰 ００６７ ０􀆰 ０６ － ０􀆰 ０６１８ － ０􀆰 ７４ ０􀆰 ００６２ ０􀆰 ０５ － ０􀆰 ０６１７ － ０􀆰 ７４
行业和年度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３９４０ ３９４０ ３９４０ ３９４０
调整 Ｒ２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２１１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２１０
Ｆ 检验 １􀆰 ４６∗ ２􀆰 ４２∗∗∗ １􀆰 ４５∗ ２􀆰 ０４∗∗∗

　 　 注：∗∗∗、∗∗、∗分别表示 １％ 、５％ 、１０％水平显著（双尾）；表中报告的 ｔ 值均经过公司层面的 Ｃｌｕｓｔｅｒ 调整（Ｐｅｔｅｒｓｅｎ，２００９） ［４８］

资料来源：本文计算整理

（２）双重差分模型。 政府规划和改造老旧城区，可能导致公司的地址变更，从而影响公司的宗

教规范强度，但不直接影响公司的节能减排。 本文选取旧城改造作为外生事件来控制内生性问题：
①筛选出样本期间内开展旧城改造的地级以上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深圳、广州、武汉

和西安。 ②分析处于上述城市的上市公司的注册地是否发生变更。 ③构建变量 ΔＤＩＳ＿Ｎ＿ＴＲＥＡＴ
（Ｎ ＝１、２），具体方法如下：若公司的地址发生变更，则变更后变量 ΔＤＩＳ＿Ｎ＿ＴＲＥＡＴ（Ｎ ＝１、２）等于变

更前后的公司与最近 Ｎ 个宗教场所平均距离的差分；若公司地址未发生变更，则 ΔＤＩＳ＿Ｎ＿ＴＲＥＡＴ
等于 ０。

表 ８ 列示了双重差分模型的回归结果。 ΔＤＩＳ＿Ｎ＿ＴＲＥＡＴ（Ｎ ＝ １、２）的系数均在 ５％水平显著小于

零（系数 ＝ －０􀆰 ０６８０，ｔ ＝ －２􀆰 ２５；系数 ＝ － ０􀆰 ０６６６，ｔ ＝ － ２􀆰 ３６），表明旧城改造后公司与宗教场所的距

离变得越远，公司的宗教社会规范强度变得越弱，节能减排效果越差；反之，旧城改造后公司与宗教场

所的距离变得越近，公司的宗教社会规范强度变得越强，节能减排效果越好，进一步支持了假设 Ｈ１。

８３

曾　 泉，杜兴强，常莹莹　 宗教社会规范强度影响企业的节能减排成效吗？

① 本文还选用各省、自治区以及直辖市内寺庙和道观的香火收入作为工具变量，采纳两阶段回归方法控制内生性。 采用工

具变量两阶段回归方法的结果进一步支持了假设 Ｈ１ 和假设 Ｈ２。



表 ８ 内生性控制：双重差分模型

变量

因变量：ΔＥＣＥＲ

（１）Ｎ ＝ １ （２）Ｎ ＝ ２

系数 ｔ 值 系数 ｔ 值

ΔＤＩＳ＿Ｎ＿ＴＲＥＡＴ － ０􀆰 ０６８０∗∗ － ２􀆰 ２５ － ０􀆰 ０６６６∗∗ － ２􀆰 ３６

Δ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截距 ０􀆰 ３７１４ １􀆰 ５２ ０􀆰 ３５６１ １􀆰 ４５

行业和年度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７８８ ７８８

调整 Ｒ２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０３

Ｆ 检验 １􀆰 ４６∗ １􀆰 ４４∗

　 　 注：∗∗∗、∗∗、∗分别表示 １％ 、５％ 、１０％水平显著（双尾）；表中报告的 ｔ 值均经过公司层面的 Ｃｌｕｓｔｅｒ 调整（Ｐｅｔｅｒｓｅｎ，２００９） ［４８］

资料来源：本文计算整理

六、 研究结论

１． 研究结论

本文选取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４ 年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关注了以佛教和道教为代表的中华

传统宗教对企业开展节能减排的影响。 研究发现，宗教社会规范强度与污染行业公司节能减排的

成效之间显著地正相关，表明中华传统宗教促进了污染行业企业的节能减排。 进一步，在设立公共

关系委员会的公司中，宗教社会规范强度对节能减排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表明公共关系委员会作为

企业内部的环保治理机制有助于强化中华传统宗教对节能减排的积极影响。 在控制内生性问题

后，上述研究结论仍然成立。
２． 理论贡献

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本文基于社会规范理论侧重于研究宗教（非正式制度）对企业节能减排的影响，将非正

式制度因素纳入到企业环境治理的框架内。 非正式制度对塑造人的观念、价值和伦理等发挥了重

要的作用（Ｄｙｒｅｎｇ 等，２０１２［２］；陈冬华等，２０１３［３］ ）。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２０００） ［３２］指出习俗、传统、宗教等非

正式制度是社会治理的制度基础。 前期文献主要关注环境管制、官员更迭、官员绩效考核、利益相

关者压力以及公司治理等正式制度对环境治理的影响 （Ｋａｇａｎ 等，２００３［４］；Ｋａｓｓｉｎｉｓ 和 Ｖａｆｅａｓ，
２００６［９］；Ｗａｌｌｓ 等，２０１２［１０］），但是，鲜有文献关注宗教社会规范（一类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对企业环

境治理的影响。
第二，本文发现，以佛教和道教为代表的中华传统宗教促进了企业的节能减排，拓展了宗教社

会规范的经济后果。 前期文献发现宗教对企业的风险偏好 （Ｈｉｌａｒｙ 和 Ｈｕｉ，２００９［１１］； Ｊｉ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５［２０］）、财务报告行为（Ｄｕ 等，２０１５［１６］；Ｄｙｒｅｎｇ 等，２０１２［２］）、代理冲突（Ｄｕ，２０１３［１４］，２０１４［１５］ ）、公
司治理（陈冬华等，２０１３） ［３］、股价崩盘风险（Ｃａｌｌｅｎ 和 Ｆａｎｇ，２０１５［１３］；曾爱民和魏志华，２０１７［２３］ ）、投
资效率（杜兴强等，２０１６） ［２１］、慈善捐赠（Ｄｕ 等，２０１４［１７］；曾建光等，２０１６［１８］ ）、环境信息披露质量

（毕茜等，２０１５） ［１９］、融资成本（Ｅｌ Ｇｈｏｕｌ 等，２０１２） ［１２］以及家族企业传承（Ｓｈｅｎ 和 Ｓｕ，２０１７） ［２２］ 等产

生影响。 但是，鲜有学者关注宗教社会规范如何影响企业的节能减排。 因此，本文将宗教的经济后

果研究延展到企业环境治理的领域。
第三，本文为检验公共关系委员会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 前期

文献关注了审计委员会 （Ａｂｂｏｔｔ 等，２００４［４９］；Ｋｌｅｉｎ，２００２［５０］；Ｋｒｉｓｈｎａｎ，２００５［５１］；刘力和马贤明，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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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５２］；王跃堂和涂建明，２００６［５３］）、薪酬委员会（Ｄａｉｌｙ 等，１９９８［５４］；谢德仁等，２０１２［５５］ ）、提名委员

会（Ｒｕｉｇｒｏｋ 等，２００６） ［５６］以及战略委员会（覃家琦，２０１０） ［５７］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但很少探讨公共关

系委员会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之间的联系（Ｌｉａｏ 等，２０１５［４０］；Ｗａｌｌｓ 等，２０１２［１０］ ）。 本文发现公共关

系委员会作为一项企业环境治理的内部机制，有助于促进企业的节能减排。
最后，本文研究发现，公共关系委员会有助于强化宗教社会规范对节能减排的促进作用，为认

识企业内部的治理机制（正式制度）与宗教社会规范（非正式制度）的交互影响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前期文献主要考察了宏观的正式制度（例如法治化程度等）对非正式制度经济后果的调节作用

（Ｄｕ，２０１３［１４］，２０１４［１５］；Ｄｕ 等，２０１４［１７］；毕茜等，２０１５［１９］；陈冬华等，２０１３［３］ ），但很少关注公司内部

的治理机制与非正式制度的交互影响。
３． 政策启示

本文发现，以佛教和道教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宗教作为非正式制度促进了环境治理。 因此，对环

境治理的监管者而言，在制定政策和加强监管时需考虑以佛教和道教为代表的中华传统宗教等非

正式制度在企业环境治理中发挥的作用，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有机结合，从而提高执行和监督

的效率。 环保倡导者和参与者应充分利用中华传统宗教在形成社会规范和伦理约束上的优势，通
过社会压力引导企业自发地参与环境保护，强化对企业环境行为的约束。 借助宗教等非正式制度

形成的社会规范推进环保工作，既可激发企业参与环保的积极性，又可调动企业在推进环保方面的

能动性。 因此，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为解决该问题提供一定的参考。
本文进一步发现，设立公共关系委员会与节能减排的成效显著正相关，这表明，董事会中设立

的公共关系委员会有助于促进企业的环境治理。 为此，政府相关机构应注意公共关系委员会等公

司治理机制在促进企业环境治理方面的积极作用，辅以行政手段鼓励企业设立公共关系委员会，通
过政策和法规来细化公共关系委员会的权、责关系以及工作细则，引导和规范公共关系委员会的职

能，为充分发挥其对公司环境治理的积极影响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
最后，本文还发现公共关系委员会对宗教社会规范影响的强化效应。 该研究发现表明，政府机

构和企业管理者应关注公共关系委员会与宗教社会规范在促进节能减排上的交互效应，在实践中

将二者有机结合，从而提升企业的环境治理效率。 环境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试图凭借单一

的机制毕其功于一役地推进环境治理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在实践中，政府和企业应多管齐下，综合

考虑治理机制之间的交互效应，从而节约社会治理成本。
４． 研究局限

当然，本文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①本文参考前期研究（Ｃｌａｒｋｓｏｎ 等，２００８［４１］；Ｉｌｉｎｉｔｃｈ 等，
１９９９［５８］）基于环境信息披露构建了节能减排的成效指数，然而，此种度量方法具有一定的主观性，
同时受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较大。 因此，学者们未来可采用独立机构提供的企业节能减排评分，或
通过人工智能语义分析等计算机辅助手段获取节能减排的成效评分，重新验证本文假设。 ②本文

基于地理临近性概念度量企业的宗教社会规范强度，虽然该方法在前期文献 （ Ｄｕ，２０１３［１４］，
２０１４［１５］；Ｄｕ 等，２０１４［１７］，２０１５［１６］；Ｅｌ Ｇｈｏｕｌ 等，２０１２［１２］；Ｄｙｒｅｎｇ 等，２０１２［２］；毕茜等，２０１５［１９］；陈冬华

等，２０１３［３］）中得到广泛应用，但仍难以直接度量企业决策层的宗教信仰。 因此，未来可以借助企

业家宗教信仰的调查数据提供进一步的经验证据。 ③本研究的样本期间仅限于 ２００８—２０１４ 年，未
来相关研究可通过拓展样本期间获得更稳健的经验证据。 ④未来相关研究可进一步关注其他非正

式制度，特别是各地独特的传统文化，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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